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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收容所等救助机构

随围城时间推进，镇嵩军占
领了西安周围地区并不断毁坏
城郊农田、断绝粮道、阻塞交通
线，“每二三十里即有军队驻
屯”。 加之陕垣向不积粮，粮食来
源既断，到七八月份，军饷奇绌，
储粮愈空，城内军队开始对百姓
搜派以供军需，人民本就无粮可
食，又被迫出食，供给军队，甚至

“油盐柴火均须居民代备”。 这无
形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城内状
况可谓“饿犬如狼血眼红，荒坟
搜遍野尸空”。

在此情况下，各个慈善团体
和社会组织向这些难民伸出援
助之手，青年会、济公慈善会、佛
教会、红十字会等纷纷增设收容
所，捐款施物，医治病患，是兵灾
中采取慈善救济措施最为积极
有力的主体力量。

西安红十字会、 陕西佛教
会、济公慈善会、中华圣公会、文
教会、天主堂、基督教浸礼会等
组织原本均设有难民收容所，总
计可达八九十处，能够收容难民
达六万余人。 随着难民数量的上
升， 这些机构纷纷增设收容所，
收容所规模也随之扩大：慈善会
设到十个， 其他即增至六七处、
四五处不等， 最少即在二处以
上； 佛教会增设第三收容所后，
又以东羊市长安第二女子小学
为所址增设第四收容所，在粉巷
续设第五难民收容所；乐道设也
设立了三处难民收容所，济公慈
善会设第九、第十、第十一难民
收容所三处，共收难民一百八十
余名；五味什字中国医院也“增
设三所灾民口粮与慈善会”救济
来城难民。 众多收容所的建立，
缓解了收容所难民爆满、食物短
缺、卫生不达标等状况。

各个收容所每日按时分发
粮食，每日可以按年龄分得一些
蒸饼，成人一斤左右，儿童半斤
左右， 且稀饭的供应不加以限
制。 难民在领取食物、干柴后一
般可以自行合伙做饭，像圣公会
收容所每人每日发给硬柴一斤，
约十余人共开一灶， 合伙做饭。
汽车公司收容所发放数更为庞
大，“每日发蒸饼三千余斤，干柴
一千余斤”，并将难民分组，每日
每组推选出一人领蒸饼、干柴等
物，然后分给该组难民。

随着难民人数不断增加，又
值夏季疫病高发期， 收容所内不

断出现疫病。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
收容所积极进行改善， 注重室内
卫生清洁，遏制疫病的传播。文教
会第二收容所“每日房屋必用药
熏两次，以防疫气传染。该所同人
又因天气炎热， 恐难民渴饮生水
易生疾病，每日又发给茶水两次，
布置颇为周到”。为难民提供较为
清洁的环境，大大减少了患病率。
很多收容所对医疗问题也颇为重
视， 在收容所内设有简易医疗机
构，一旦难民患病，也可以有所医
治， 像慈善会第六收容所就设有
蓐妇室、 养病院、 小儿种痘所等
处，“且对于妇孺特别注意， 派有
医生每日到所疗治”。东关救世堂
难民救济所也设有诊治室、 种痘
室、产妇室，因天气炎热，各房舍
均用杀菌药水和石灰日洒数遍，
又时时监督各难民除扫污物，故
该堂设立救济所以来“从未死亡
一人，而病者亦少”。

各收容所除为难民提供衣
食住行及医疗条件之外，还会为
难民提供一些零活以期他们尽
快适应收容所的生活。 难民多来
自田间，都有劳动习惯，天主堂
怕他们长期在收容所抑郁致病，
“特购置纺线车多架， 令所收容
难民每日防线以资活动”。 各社
会组织设立的收容所，安置了大
量来城无家可归的难民，初步解
决了他们的衣食住疾等问题，避
免他们流落街头，在一定程度上
稳定了兵灾期间城内的秩序。

围城期间，灾民遍地，孤儿
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孤儿院原有
房屋数量不足。 一些社会团体与
民间慈善机构出资为各个孤儿
院“添筑房屋”。 这些孤儿在孤儿
院中也能接受教育， 学习一些
“简单工作及小学课程”。 除文化
教育之外，孤儿院还对院中儿童
进行文艺培养， 以促其全面发
展。 围城之初，孤儿院就曾“派孤
儿数人持乐器分赴圣公会、青年
会、自立会所设立之各难民收容
所奏乐唱歌，以除难民烦闷”。

筹集赈款与发放物资

西安城中存粮有限， 围城日
久，各个收容所的粮食库存渐空，
市面上物价暴涨，而入秋之后，难
民“饥饿由谨腹中呐喊，树皮草根
被视为维生至宝”，个个“衣着单
薄，面带菜色，厥状至惨”，“饿毙
之人数达二三万”， 在此情况之
下， 急需筹集善款与物资进行难
民救助工作。 围城期间的善款与

物资主要来源于官方、 社会慈善
团体、商业团体以及个人。

镇嵩军包围省城， 难民不能
回乡，食粮、薪炭、医药以及掩埋
病亡各事， 无不仰赖军政机关大
力维持，并设立“陕西临时救济灾
民慈善各团体联合办事处” 负责
办理诸项事宜。 赈务处则成为兵
灾期间负责传达情报、 发放赈款
的官方机构， 因各团体之收容所
人数日众， 募款日难，“各慈善团
体函请补助灾民收容所救济费”，
赈务处便将拨款补助难民案咨达
中央备案， 赈款下拨后由赈务处
分发给各个慈善团体。另外，在坚
守西安胜利大会的努力之下，四
中全会也决定发行八百万陕西公
债，用于难民救助。陕西服务会也
决定补助各收容所， 拿出五千元
给各收容所分配救济款。 官方救
助机构中， 丙寅兵灾救济会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将募得款项
筹备粥厂赈济灾民， 赈款及物资
的调度、 围城期间的大小事务也
多由其负责处理， 就迁葬死亡人
民将士尸体之事， 丙寅兵灾救济
会曾通告人民“限期由其家属或
亲族迁回故里”。

官方的救助一直持续到解
围之后。 冯玉祥就曾在其日记中
讲述， 解围后念及人民困苦，因
饥寒而死者众多， 便请刘郁芬
“拨交于右任洋二万元， 专发急
赈”。 各级官员也积极筹款捐款，
冯玉祥把李兴中犒赏洋提出二
万急赈长安百姓。 国民二军十二
混成旅步三团团长耿庄自接到
孤儿教养院捐册后，“除慨捐现
洋五十四元外又募得现洋一百
四十六元，一并寄来”，可见其对
于慈善救助之热心。“国联驻陕
总司令于右任鉴于孤儿食料缺
乏，捐助小麦拾石，国民一军后
方留守司令杨其祥捐小麦二
石。 ”官方的救济措施在一定程
度上保护了难民利益，减少了兵
灾造成的损失。

各社会组织在赈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它们办理粥厂、收
容所，积极筹款、散粮，进行施
医、施药、掩埋等慈善事业。 其
中，善款的筹集是其救助工作中

突出的一项： 在西安孤儿教养
院、 西安东关救世堂难民救济
所、 陕西佛教会难民收容所、青
年会收容所、济公慈善会、东关
基督救世堂、中国医院难民收容
所、乐道社、广育堂等积极号召
下，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捐款主
体为平民，同时也包括一些商会
及官员。 有些官员运用自己的权
力及号召力进行募捐，再将筹得
资金一并捐助给慈善机构。 各种
商会、当铺、公司等也纷纷捐款。

善款筹集之后，主要用于购
买物资，但围困日久，物资供应
逐渐被阻断， 城内物资有限，物
价飞涨，所以对物资的筹集除购
买外更要依赖募集之法。 所募集
物资以食品为主，当然也有茶药
包、医药等医疗物资。 各个慈善
机构将募得的物资以无偿或者
借贷的方式发放给收容所中受
难群众。 西安红十字会、陕西佛
教会、济公慈善会、中华圣公会、
文教会、天主堂、基督教浸礼会
所设难民收容所，总共收容难民
达六万余人，依靠这些物资，“每
人一日发馒头一斤”。 慈善会也
曾借粟米周济贫民，贫民借粮手
续由会员介绍，写下借券，每粟
米一斗折合现洋一元，限年终散
赈时归还，不失为救济之良法。

除团体性救助之外，一些慈
善家也为难民施舍稀粥、提供药
品。 这些慈善举动，无不为解决
灾民温饱及流行疫病问题提供
了巨大帮助。

医疗卫生救助

围城期间，镇嵩军经常炸城
门、 爬城墙与城内守军搏斗，并
用飞机在城上空进行轰炸，“双
方直接死伤于战场者不下二十
万人”，“西安城内病、饿、战死军
民达五万之众”。 难民、伤病人员
日增，收容所、医院逐渐饱和，无
处安置，又正好经历夏季疫病高
发期，遂疫情四起。 因此，对于难
民的医疗卫生及防疫救助则成
为慈善救济中的重中之重。

在医护工作中， 除官方医院
接收伤员，医治难民之外，各慈善

团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路大
散关、益门镇等处发生战事后，红
十字会就曾“派人前往以尽救护
之责”。佛教会难民收容所总干事
康寄遥在佛教会第四收容所内组
织医院， 并聘请了专员经理医药
事务及施诊， 购备了一切应需之
药料及床国器具。 东区青年会收
容所也经由东署分配医士邱启
元、白星五为难民诊病。 另外，药
用物资的供应极为短缺， 各慈善
团体及社会慈善人士也积极解决
药品的供应问题： 积善堂安某因
青年会收容所难民患时疾的甚
多，施送万应丸，并“捐入文教会
急救时疫万应丸一千四百九十六
包”，后又给孤儿院自立会等处分
送若干包。 五味什字中国医院所
设之灾民所难民多患泻痢症，某
慈善家捐泻痢药丸多斤。 文教会
因城内难民甚多每日街上乞食，
也在各所门口设立施茶处一所施
舍茶汤， 又配置解毒药丸数种分
别散放， 并在总务处门口施舍绿
豆汤。对于药资紧缺问题，总商会
也召集各药商与药行商议请警厅
另发一种特别药单分给各难民收
容所，作为减免药资的标准，从而
减轻了灾民的用药负担。

在防疫工作上， 大批难民拥
挤在收容所中极易引发疾病，各
个收容所对所内及难民个人卫生
清洁也甚为注意。 佛教会第四难
民所收容所灾民患病甚多， 该所
则“以治疫药水四周遍洒，又督饬
灾民夫役时常扫除尘芥不洁之
物，空气为之新鲜”，患病者日益
减少。中国医院收容所、红十字会
第二收容所、 文教会对于清洁也
颇能注意，“每日早晨分配灾民若
干认真洒扫房屋”，“又常常告诫
难民须个人自重， 毋得任意抛散
污秽不洁之物致使瘟疫发生”，并

“购备旧衣裤多身分散各所难民
已备更换，并令每十人为一班，每
日午间在莲花池洗浴一次”。中国
医院第三所“购置洗衣大盆若干
个以便青年妇女沐浴洗衣之用”，
该所难民患病甚少。

为提高难民卫生防疫的意
识，三师军医院还发放防疫传单
普及预防瘟疫知识，号召灾民注
重居室清洁、预防鼠疫、加强锻
炼、注意饮食卫生，等等。 各个医
院、收容所以及慈善家等对于医
疗卫生防疫的注重，对伤兵难民
的救助起了积极作用，大量医药
物资的捐助也缓解了战时医药
的紧缺，救助了大批患病难民。

围城的八个月时间内，各社
会组织、慈善团体设置大量收容
所收留逃难群众， 提供食宿，医
治疾病，加之官方与社会各界人
士“竭力拯济”，使得兵灾期间大
部分难民有所栖止，给流离失所
的难民以生存希望。 这些举措对
于号召民众坚守西安， 振作士
气，维持社会秩序，夺取最后守
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据《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百年前“西安围城”中的慈善救济

“1926年2 月至 11 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安
围城’。曾统治陕西八年的河南镇嵩军司令

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的口号召
集了十万乌合之众，围攻西安城，而城内的李虎臣、杨虎城部则
作出长期坚守的决定，被困城内的十余万军民饥寒交迫，饿、病、
冻、战死者五万余人，十三朝古都顿变人间地狱，情况甚为凄惨。

在这场近百年前的围城之役中，救济工作显得异常重要。

西安解围后，在冯玉祥的倡议下，建立此“革命亭”作为纪念，将
周围一百五十余亩地辟建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


